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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凝聚态核反应（Condensed Matter Nuclear Reactions, CMNR）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证据，包括
超额热、氦-4关联和中子产额异常。然而，基于自由空间参数的传统核反应理论始终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本文提

出约束量子几何框架（Confined Quantum Geometry Framework），证明在纳米尺度约束势阱中，两个氘核的
聚变概率可以完全由纯几何因素和波函数刷新频率决定，无需引入等效温度、动能或库仑穿透因子。在碳-镍体

系的典型约束尺度（~0.05 nm）下，单次几何重合概率约为2.68×10⁻¹³，在相干声子与等离激元共同驱动的有效
刷新频率（~3×10⁸ Hz）下，单个局域相干单元（LCU）的聚变速率约为8×10⁻⁵ s⁻¹，与五个独立团队二十五年间

三十余次实验的反推值（中位数1.7×10⁻⁴ s⁻¹）在量级上精确吻合。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该框架的物理基础、定量
预测能力及工程意义，论证了凝聚态核反应本质上是一个由空间约束几何和集体量子激发共同决定的概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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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凝聚态核反应的研究历程

自1989年Fleischmann和Pons报告钯电极电解重水过程中的异常放热以来[1]，凝聚态核反应（亦称“冷聚变”或“低
能核反应”）已经走过了超过三十五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全球多个独立实验室报告了以下关键实验现象：

（1）超额热功率：输出热功率明显超过任何可能的化学能源，能量密度达到10³-10⁴ eV/原子量级[2-4]。

（2）氦-4关联：五个独立团队（SRI、ENEA、Mizuno、中国团队、DS3）的25次独立测量一致表明，超额热与
氦-4产额的关系为23.8±0.7 MeV/⁴He，精确匹配D+D→⁴He的理论Q值23.85 MeV[5-8]。

（3）中子产额异常：中子产额比同等热功率的热核D-D聚变预期值低5-6个数量级[9]。

（4）材料依赖性：碳基体系的聚变速率普遍高于金属基体系约8-10倍[10,11]。

这些实验事实已经排除了化学解释的可能性，明确指向核起源。然而，基于自由空间热核聚变理论的计算预测，
在常温下D-D聚变率约为10⁻⁶⁰ s⁻¹量级，与实验观测相差约56个数量级。这一巨大的“概率鸿沟”构成了凝聚态核

反应理论研究的核心挑战。

1.2 传统理论的困境

传统核反应理论建立在自由空间参数的基础上。在恒星和热核聚变装置中，氘核的聚变速率由以下因素决定：

𝜎 = 𝑆(𝐸) ⋅ 1
𝐸

⋅ exp⁡( − 2𝜋𝜂)

其中索末菲参数η = e²/(4πε₀ħv)，表征库仑穿透概率。在常温（~300 K，E~0.025 eV）下，exp(-2πη)≈10⁻⁵⁶，使
得聚变概率在实践上为零。



为了弥合这56个数量级的差距，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增强机制，包括电子屏蔽[12]、等效温度模型[13]、玻色子增
强因子[14]等。但这些修正要么缺乏直接的微观物理机制支撑，要么引入了与凝聚态环境不匹配的自由空间概

念。

1.3 本文的思路与结构

本文提出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论进路。核心论点是：在纳米尺度的约束势阱中，两个氘核的物理状态不是“以某种
速度运动的粒子”，而是“被限制在特定空间区域内的概率云”。聚变的发生，仅仅是两个概率云在核力范围内空间

重合的几何事件。

基于这一图像，本文建立约束量子几何框架，给出聚变速率的极简公式：Γ = P_geom × f_refresh，并通过与实

验数据的定量比对验证其有效性。

2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

2.1 基本假设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假设之上：

假设一：量子约束的本征态描述。 在凝聚态材料的纳米尺度间隙中，氘核被周围原子的核电荷和电子云形成的

势阱所约束，其空间分布由约束势阱的本征态波函数决定，而非由自由空间的平面波叠加描述。

假设二：聚变的几何判据。 两个氘核发生聚变的充要条件是：它们的空间坐标同时落在核力范围（r_N≈2 fm）
内。这一判据不涉及动能、动量或任何动力学参数，纯粹是空间几何条件。

假设三：波函数的周期刷新。 LCU中的氘核波函数在相干声子和等离激元等集体激发的驱动下，以特征频率
f_refresh被有效刷新。每次刷新可视作一次“波函数坍缩与重新展开”的量子测量过程，两个氘核的坐标按照波函

数的概率分布被重新确定。

2.2 与自由空间理论的范式对比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与热核聚变理论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上的，而是范式层面的。表1系统比较了两种框架的核心
理念。

表1：两种理论范式的对比

维度 热核聚变（自由空间） 约束量子几何（凝聚态）

氘核的物理描述 具有确定动能的粒子 空间中的概率云

聚变的条件 动能足以克服库仑势垒 坐标同时落在核力范围内

核心参数 温度（动能） 约束尺度、刷新频率

库仑势垒的角色 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 包含在波函数边界条件中

聚变率决定因素 麦克斯韦分布×穿透概率 几何概率×刷新频率



维度 热核聚变（自由空间） 约束量子几何（凝聚态）

温度的作用 提供动能，是必要条件 退相干源，是负面因素

2.3 约束势阱的物理模型

考虑碳-镍体系中的典型LCU构型。在碳纤维负载镍纳米颗粒的界面处，镍原子与碳层之间形成亚纳米间隙。基于
DFT计算[15]和实验表征（EXAFS、STEM）[16,17]，氘分子吸附于这些间隙位时，有效约束尺度L_eff约为0.05-0.1

nm，势阱深度约为0.3-0.6 eV。

在该势阱中，氘核的波函数ψ(r)满足定态薛定谔方程：

[ − ℏ2

2𝑚∇2 + 𝑉(𝑟)]𝜓(𝑟) = 𝐸𝜓(𝑟)

其中V(r)由周围原子的核电荷、电子云及氘的化学吸附势共同决定。关键的物理量是波函数在核力范围（r≈0）处

的行为，它由势阱的边界条件——几何形状、深度、对称性——完全定义。

在足够强的约束条件下（L_eff≪自由空间氘核的热德布罗意波长），波函数在约束空间内的分布可近似为均匀分
布。这一近似是约束量子几何框架进行定量计算的基础。

3 纯几何概率计算

3.1 计算模型

考虑一个特征尺寸为L的约束空间（LCU体积V_LCU = L³）。两个氘核的波函数均匀分布在该空间内。核力范围为

半径r_N≈2 fm的球体，体积V_N = (4/3)πr_N³。

在两个氘核位置相互独立且均匀分布的假设下，它们的坐标同时落入核力范围的概率为：

𝑃𝑔𝑒𝑜𝑚 = 𝑉𝑁
𝑉𝐿𝐶𝑈

=
(4/3)𝜋𝑟𝑁

3

𝐿3

3.2 碳-镍体系的参数代入

取碳-镍间隙的特征约束尺度L = 0.05 nm = 5×10⁻¹¹ m，r_N = 2×10⁻¹⁵ m：

V_LCU = (5×10⁻¹¹)³ = 1.25×10⁻³¹ m³

V_N = (4/3)π(2×10⁻¹⁵)³ ≈ 3.35×10⁻⁴⁴ m³

𝑃𝑔𝑒𝑜𝑚 = 3.35 × 10−44

1.25 × 10−31 = 2.68 × 10−13

这就是单次波函数刷新时，两个氘核坐标同时落入核力范围的概率——约10⁻¹³量级。

3.3 约束尺度对概率的敏感性

表2展示了不同约束尺度下的几何概率。可以看出，P_geom对约束尺度L极其敏感——L减半，概率增加近一个数

量级（∝1/L³）。

表2：不同约束尺度下的P_geom（r_N=2 fm）



L (nm) P_geom 说明

0.10 3.35×10⁻¹⁴ 较大间隙位，弱约束

0.08 6.54×10⁻¹⁴ 中等间隙位

0.05 2.68×10⁻¹³ 碳-镍典型间隙位

0.03 1.24×10⁻¹² 碳纳米洋葱壳层间

0.02 4.19×10⁻¹² 极强约束（近理论极限）

3.4 关于库仑势垒的讨论

在自由空间中，两个氘核靠近时面临巨大的库仑排斥。但在约束量子几何框架中，库仑势垒的影响已经隐含在波

函数的空间分布中。如果库仑势垒确实完全阻止了波函数在原点附近的存在，那么P_geom会自动为零。但实验
数据明确指向非零的聚变率，这意味着在纳米约束尺度下，波函数在核力范围处的振幅并非零——库仑排斥被空

间约束“架空”了。

更精确地说：在自由空间中，库仑势垒决定了波函数的径向衰减。在约束势阱中，势阱边界条件强行将氘核限制

在纳米空间内——无论库仑势如何，波函数的主体都集中在这个比自由空间波函数范围小得多的区域中。这使得
波函数在核力范围处的振幅远高于自由空间的预期值。换言之，势阱几何决定了波函数的分布，库仑势只是其边
界条件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需要“克服”的障碍。

4 波函数刷新频率

4.1 刷新的物理机制

在热平衡基态下，LCU中的氘核波函数相对“安静”——势阱几何稳定，波函数变化缓慢。但在激发态下，两种集

体量子激发模式被激活，持续扰动势阱，迫使波函数以高频率被有效“刷新”。

相干声子： LCU网络的集体机械振荡，频率范围约为50-200 kHz（取决于相干体积尺寸）[18]。相干声子通过调

制晶格间距来周期性地改变势阱几何，使波函数重新分布。

等离激元： 碳材料π电子的集体振荡，频率范围约为10¹²-10¹⁵ Hz[19]。等离激元通过快速振荡的局域电磁场扰动

势阱的电子环境，影响波函数的相位和空间分布。

两种模式协同作用：等离激元提供高频但短程的扰动，声子提供低频但长程的连接。两者联合驱动波函数的有效

刷新。

4.2 有效刷新频率的估算

有效刷新频率取两种模式频率的几何平均，作为量级估算：

𝑓𝑟𝑒𝑓𝑟𝑒𝑠ℎ ≈ √𝑓𝑝ℎ𝑜𝑛𝑜𝑛 ⋅ 𝑓𝑝𝑙𝑎𝑠𝑚𝑜𝑛

取f_phonon≈100 kHz=10⁵ Hz，f_plasmon≈10¹² Hz（石墨π等离激元典型值）：



𝑓𝑟𝑒𝑓𝑟𝑒𝑠ℎ ≈ √105 ⋅ 1012 ≈ 3.16 × 108 Hz

约300 MHz量级。这一频率对应约3 ns的刷新周期，与凝聚态环境中电子-声子耦合的特征时间尺度（10⁻⁹-10⁻¹²

s）一致。

4.3 刷新的量子诠释

从量子力学角度看，波函数刷新可以理解为连续的“弱测量”过程。LCU环境中的声子模和等离激元模构成了一个
开放的量子环境，对氘核子系统施加退相干作用。每一次退相干事件都将氘核的波函数从纯态投影到混合态，然

后再从混合态重新演化为新的纯态——这个过程等价于波函数的有效刷新。

这一机制与量子芝诺效应[20]和量子测量理论中环境导致的退相干[21]有深刻的联系。不同的是，这里的“测量”不

是由外部观察者完成的，而是由凝聚态环境中的集体激发自然实现的。

5 聚变速率计算与实验对比

5.1 单LCU聚变速率公式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的核心公式为：

Γ𝐿𝐶𝑈 = 𝑃𝑔𝑒𝑜𝑚 ⋅ 𝑓𝑟𝑒𝑓𝑟𝑒𝑠ℎ =
𝑉𝑁

𝑉𝐿𝐶𝑈
⋅ 𝑓𝑟𝑒𝑓𝑟𝑒𝑠ℎ =

(4/3)𝜋𝑟𝑁
3

𝐿3 ⋅ 𝑓𝑟𝑒𝑓𝑟𝑒𝑠ℎ

代入碳-镍典型参数：

P_geom = 2.68×10⁻¹³

f_refresh = 3.16×10⁸ Hz

Γ_LCU = 2.68×10⁻¹³ × 3.16×10⁸ ≈ 8.47×10⁻⁵ s⁻¹

5.2 与实验反推值的量级对比

实验反推值是有效宏观速率Γ_eff，代表了网络中受激LCU的平均聚变频率。碳基体系的实验数据来自五个团队的
三十余次独立实验[3,4,10]：

碳基体系中位数： Γ_eff = 1.7×10⁻⁴ s⁻¹（95% CI: 1.3-2.2×10⁻⁴ s⁻¹）

金属基体系中位数： Γ_eff = 2.1×10⁻⁵ s⁻¹（95% CI: 1.6-2.7×10⁻⁵ s⁻¹）

理论预测值（碳基，L=0.05 nm）： Γ_model = 8.5×10⁻⁵ s⁻¹

表3：理论预测与实验值的比较

数据来源 Γ_eff (s⁻¹) 与模型比值

理论模型（L=0.05 nm） 8.5×10⁻⁵ 1.0

碳基实验中位数 1.7×10⁻⁴ 2.0



数据来源 Γ_eff (s⁻¹) 与模型比值

碳基实验下限 0.5×10⁻⁴ 0.6

碳基实验上限 4.5×10⁻⁴ 5.3

金属基实验中位数 2.1×10⁻⁵ 0.25

理论预测与碳基实验中位数处于同一数量级（差别仅 2倍），且模型的参数变化范围（ L=0.03-0.10
nm→P_geom=1.24×10⁻¹²-3.35×10⁻¹⁴；f_refresh=10⁷-10¹⁰ Hz）完全覆盖了实验值的全部分布范围（ 0.5-
4.5×10⁻⁴ s⁻¹）。

金属基体系速率较低，可由较大的约束尺度（L约0.08-0.12 nm，Pd/Ni界面间隙较大）和较低的声子寿命（金属
中电子-声子耦合强）来定量解释。

5.3 参数敏感性分析

表4展示了关键参数变化对模型预测的影响。

表4：参数敏感性分析

L (nm) f_refresh (Hz) Γ_model (s⁻¹) 与实验中位数比值

0.03 3×10⁸ 3.7×10⁻³ 21.8

0.05 3×10⁸ 8.5×10⁻⁵ 0.5

0.08 3×10⁸ 2.1×10⁻⁵ 0.12

0.05 3×10⁷ 8.5×10⁻⁶ 0.05

0.05 3×10⁹ 8.5×10⁻⁴ 5.0

0.05 3×10¹⁰ 8.5×10⁻³ 50

模型的灵活性与实验数据表现出的分散性（约一个数量级的变异范围）完全一致——实验中的材料制备差异（影
响L）和激发条件差异（影响f_refresh）恰好映射为Γ_eff的合理变化。

5.4 ⁴He通道优势的解释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为凝聚态核反应中⁴He通道占绝对主导提供了自然的解释。D+D聚变有三个可能通道：

D+D → ³He(0.82 MeV) + n(2.45 MeV) （分支比~50%）

D+D → T(1.01 MeV) + p(3.02 MeV) （分支比~50%）
D+D → ⁴He(0.076 MeV) + γ(23.77 MeV) （分支比~10⁻⁷）



在自由空间中，⁴He通道因角动量守恒和电磁跃迁抑制而概率极低。但在约束空间中，晶格反冲机制提供了替代
的动量和角动量交换途径，使得⁴He通道成为主要的能量释放通道。⁴He通道的优势是凝聚态核反应“冷”的本质

——低能核产物、少中子——的微观根源。

实验中观测到的能量/⁴He = 23.8±0.7 MeV精确命中理论Q值，为这一解释提供了有力的定量支持。

6 讨论

6.1 为什么传统理论未能解释CMNR

传统核反应理论在解释凝聚态核反应时的根本困难，源自一个隐蔽的范畴错误：它用自由空间的概念（动能、温

度、动量展宽）来描述约束系统的物理。在自由空间中，动量是平移对称性对应的守恒量，是好量子数。但在纳
米尺度的约束势阱中，平移对称性被彻底破坏，动量不再是有良好定义的物理量。系统的本征态由势阱边界条件

决定，而不是由动量本征态的叠加来描述。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绕过了这一范畴错误。它直接从约束系统的量子力学描述出发——波函数由势阱几何决定，聚

变由空间重合的概率决定，速率由刷新频率决定。全过程不涉及自由空间参数。

6.2 框架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本文的定量计算基于波函数在约束空间内均匀分布的近似。在极端约束条件下（L<0.03 nm），应使用实际势阱
的本征波函数进行更精确的交叠积分计算，此时波函数在中心区域的概率密度会高于均值，聚变概率将大于均匀
分布近似值。

本文未考虑氢-氘混合体系中不同同位素的质量差异对波函数空间展宽的调制，也不计及库仑势对波函数在原点
附近的具体衰减形态。这些精细效应可能在10%量级上修正结果，但不影响量级结论。

6.3 工程意义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的两个核心参数——约束尺度L和刷新频率f_refresh——都是可调控的工程变量。

约束尺度L可通过材料工程优化：选择更小间隙的结构（碳纳米洋葱层间距可达0.02-0.03 nm）、使用多元元素
掺杂调制势阱深度、利用外场（应力、磁场）动态调制势阱几何。

刷新频率f_refresh可通过激发工程优化：优化声子态密度与等离激元耦合、使用外部声波和脉冲电磁场增强集体
振荡幅度、将激发频率锁定在LCU的谐振频率上以最大化刷新效率。

这意味着凝聚态核反应的可控性和可优化性远优于热核聚变——工程杠杆清晰、反馈回路明确、优化路径可量
化。

6.4 与其他理论的关系

本文的约束量子几何框架与Widom-Larsen理论[22]在基本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凝聚态环境中存在不

同于自由空间的核反应机制。但约束量子几何框架采用了不同的微观图像：不是通过重电子产生弱相互作用中
子，而是通过空间约束直接改变波函数交叠条件。

与Hagelstein的声子耦合模型[23]相比，约束量子几何框架更强调几何约束的首要性，将声子的角色定位为驱动

刷新而非直接参与反应动力学。



约束量子几何框架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计算极简：两个参数（L和f_refresh），一行公式，量级一致。这符合奥卡
姆剃刀原则——在解释力相同的情况下，更简单的理论更可能正确。

7 结论

本文基于约束量子几何框架，对凝聚态核反应中的D-D聚变概率与速率进行了纯几何的定量分析。主要结论如
下：

（1）在碳-镍体系纳米约束势阱（~0.05 nm）中，两个氘核波函数单次刷新的核力范围重合概率约为

2.68×10⁻¹³，这是一个纯几何量，由约束空间体积与核力范围体积之比决定。

（2）在相干声子（~100 kHz）和等离激元（~10¹² Hz）共同驱动下，波函数的有效刷新频率约为3×10⁸ Hz量

级。

（3）由此导出的单LCU聚变速率为~8×10⁻⁵ s⁻¹，与五个独立团队二十五年实验反推值的中位数1.7×10⁻⁴ s⁻¹处于

同一数量级，量级吻合。

（4）该框架无需库仑穿透因子、等效温度、电子屏蔽修正或任何自由空间参数，仅用两个物理量——约束几何

和刷新频率——即实现实验数据的量级复现。

凝聚态核反应的本质可以概括为：约束决定了概率，广播驱动了刷新，聚变是几何的必然。 这一简洁的物理图

像不仅为三十年来的实验现象提供了统一的定量解释，也为凝聚态核反应的工程化指明了清晰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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